
第 36 卷  第 3 期

2022 年 3 月

Vol.36  No.3

Mar.,2022

中 国 土 地 科 学

China Land Science

1	 引言

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是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1]。妥善

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途径。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地纠

纷化解是基层社会矛盾治理的关键一环 [2]。对长江经

济带土地纠纷演变特征和作用机理展开分析，一是有

助于帮助把握土地纠纷发展趋势，适时调整和完善基

层纠纷化解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和谐；二是有助于深

刻理解土地纠纷发生的原因和作用机理，为纠纷化解

“对症下药”；三是长江经济带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现状对处于同样情况的国家和地区土地纠纷研究极

具参考意义。

土地纠纷作为最重要的纠纷类型之一，引起了国

内外学者的重点关注。国外对土地纠纷的研究起步

较早，公元前 5 世纪至公元前 4 世纪，古希腊学者色诺

芬的专著《经济论》中就有对土地耕种、土地购买等

纠纷的探讨 [3]。近年来相关研究呈现出对亚非拉国家

相对集中的态势，如尼加拉瓜 [4]、博茨瓦纳 [5]、埃塞俄

比亚 [6]、菲律宾 [7]、印度 [8]、布隆迪 [9]、尼日利亚 [10] 等研

究。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较少出现大规模的土地纠

纷，但小规模的土地纠纷与衍生利益冲突还是时有发

生，相关研究主要表现为人们因休闲娱乐生活需求的

增加而产生的对公共土地用途的纠纷 [11-12]，也有学者

对工业化、城市化初期的土地纠纷展开了回溯研究，

如美国人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掠夺、英国“圈地运

动”中城市资本家对农民的土地剥削等 [13-14]。

我国土地纠纷的研究约始于 21 世纪初，通过对

现有相关文献的梳理，大体可析分为四个方面：一是

土地纠纷产生的原因或根源剖析，包括历史遗留、政

策变化、产权不明晰、法律不完善、基层组织管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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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利益驱动是土地纠纷的根

本原因 [15-16]；二是土地纠纷的特征归纳，有学者从社

会现状审视的角度出发 [17]，也有学者从社会学和法学

的视角切入 [18-19]，常见的纠纷特征主要有扩张化、复

杂化、多样化及群体化等 [20]；三是土地纠纷类型的划

分，主要有按主体划分、范围划分、根源划分、权属划

分 [21-22] 等；四是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有学者强

调要从现实角度解决具体问题 [23]，更多学者则强调应

建立长效的解决机制，使其具有普适性 [24-25]。研究方

法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26]，也有学者采用访谈、调查

问卷等形式获取一手数据定量建模 [22,27]。研究对象多

为省域范围或以某乡镇、城郊为例。已有研究对丰

富土地纠纷的理论体系和构建多维度的土地纠纷研

究数据库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在命题证明方面仍存

在研究材料碎片化、研究区域局限化、证明方法简单

化的缺陷。现有质性研究中，多为纠纷现状的总结

思考，部分量化研究也多为调研数据。单纯采用传

统的描述性分析和小范围的调研总结可能会让结论

缺少数据支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研究结果的客观

性和可信度。

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审判文

书，通过关键词检索建立长江经济带（2011—2020年）

11 省市土地纠纷案件数据集，从数量变化、空间分布、

纠纷时间、标的额大小、处理结果等角度分析演变特

征；通过理论分析探究土地纠纷变迁影响机理，并通

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具体影响；根据研究结果

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及时防控化解土地纠

纷，推动长江经济带健康、平稳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长江经济带东起上海、西至云南，空间范围包括

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

及上海的 9 省２直辖市。区域面积约 205 万 km2，占

全国总面积的 21%。据统计，2019 年全区生产总值

45.78 万亿元，占国民经济的 46.2%，人口约 5.99 亿，占

我国总人口的 42.9%[28]。近年来国家陆续颁布关于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政策文件，包括《关于依托黄金

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2014 年）、长

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2016 年）等，将该区域定位

至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伴随着地位提升、经济发

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增值明显，人地矛盾和农地

制度尚不完善引发的纠纷问题日益突出。

2.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土地纠纷案件数据集来源于中国裁

判文书网，具体通过“土地纠纷”、“土地承包经营”、

“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流转”、“土地征收”和“土地

征用补偿费用分配”等关键词检索获取研究所需的案

件数据集。时间限定设置为 2011 — 2020 年，共获取

21 万个土地纠纷案件。

社会经济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

计年报》（2011 — 2018 年）、《中国农村政策改革统计

年报》（2019 年）、《中国统计年鉴》（2012 — 2020 年）、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 — 2020 年）以及同年度长

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的官方统计资料。鉴于公开数

据最新年份为 2019 年，影响因素研究仅使用 2011 —

2019 年社会经济和土地纠纷案件数据集。

3	 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演变特征

根据收集到的 2011 — 2020 年土地纠纷审判案

件，利用数理统计法和 GIS 平台对研究区土地纠纷的

数量、审判时间、空间分布、持续时段、标的额大小、

结案方式等进行直观呈现。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土

地纠纷的演变呈现纠纷数量先增后减、纠纷时间相对

集中、纠纷分布西多东少、纠纷时段缩短明显、小额案

件比例缩小、协调结案比例大增的特征。

3.1	 纠纷数量先增后减

土地纠纷数量变化直观显示历年土地纠纷发生

的起伏。根据中国知网中土地纠纷分类研究引用率

最高的论文 [21]，将土地纠纷案件分为土地承包合同纠

纷、土地权属纠纷、土地征用补偿纠纷三类。2011 —

2020 年各类型纠纷及土地纠纷总量的时间分布如图 1

所示，研究区土地纠纷总量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具有

阶段性特征。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和与土地纠纷总量

变化趋势相似，土地权属纠纷与土地征用补偿纠纷则

呈现先增长后趋缓态势。第一阶段（2011 — 2013 年），

纠纷数量缓慢增加。这一阶段的土地纠纷以土地权

属纠纷为主，其原因可能是 2011 — 2013 年是中央提

出和全面开展农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阶段。农地

确权使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确、登记

薄不健全等问题凸显，土地权属纠纷突出。第二阶段

（2014 — 2017 年），纠纷数量迅速增长。2014 年国务

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

导意见》，该意见主张大力发展区域现代农业，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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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显着增加，进一步刺激农民对土地的需求。2016

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纲领性文件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通过，进一步明确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2017 年土地纠纷数量达到顶

峰，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超越土地权属纠纷占据纠纷主

导地位。第三阶段（2018 — 2020 年），纠纷数量开始

减少。这一阶段国家注意到长江经济带存在过度开

发，并提出“共抓大保护”的建议一定程度上缓解土地

过度开发和经营，土地承包合纠纷得以减少。但土地

承包合同纠纷仍占纠纷主导地位，这也说明法律意识

不足导致的农民不规范签字、随意变更合同、不诚实

履约等问题仍较为严重。

3.2	 纠纷分布西多东少

利用GIS平台生成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个

省（市）的土地纠纷案件数量分位数图（图 2）。图 2 显

示，研究时段内重庆土地纠纷数量最多，超过30 000件，

其次是四川、云南、湖南和安徽，纠纷数量在 20 000~ 

30 000 件。纠纷数量 10 000~20 000 件的省份有贵州、

湖北、江苏和浙江，10 000 件以下的省（市）有江西和

上海。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数量西部多，

中部其次，东部最少。这表明在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

区，土地作为农民赖以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事关

土地权益的争夺更受重视，再加上相对较低的文化程

度和法律意识使农地流转、承包经营纠纷也更加突出。

图1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类型土地纠纷数量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various types of land dispu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20

图2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数量空间分布

Fig.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land dispu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20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 GS（2019）1697 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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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起诉时间相对集中

土地纠纷案件起诉时间分布可以反映农民易何

时提起诉讼，便于让相关部门做好防范，避免群体性

事件的发生。图 3 是历年土地纠纷案件起诉时间的季

节分布，可以看出土地纠纷案件起诉时间相对集中在

夏季，其次是秋季。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产生浮躁情

绪，而秋季是收获的季节，附着在土地上的经济利益

容易催生土地纠纷。

3.4	 纠纷时段缩短明显

土地纠纷案件诉讼时段可以直接反映司法效率

和诉讼成本。根据 2011 — 2020 年长江经济带土地

纠纷诉讼时段和平均审理期限（图 4），可以看出土地

纠纷案件的平均审理期限在 70~90 天范围波动，总体

呈先增加后减少特征，平均审理期限未超过 90 天。

纠纷时段 31~90 天所占比例最高，但呈现下降趋势，

由初期的 51.15% 降至 43.85%。而纠纷时段小于 30

天的案件比例呈上升趋势，由 2011 年的 26.28% 升至

35.32%。纠纷时段在 91~180 天、181~365 天和超过

365 天的案件占比分别为 15%、5% 和 2%。土地纠纷

案件平均审理期限符合我国民事案件审判简易程序

审理的案件 3 个月内审结要求，而且总的来说纠纷时

段缩短明显，这极大节约农民诉讼时间和金钱成本，

切实提高司法效率。

3.5	 小标的案件占比缩小

土地纠纷案件诉讼标的额即为纠纷土地的价值

金额，能反映土地纠纷的争议规模。一般法院以当事

人诉讼请求中的诉讼标的金额作为计算依据，收取诉

讼费用。根据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案件不同标的额

历年占比（图 5），可以看出 95% 以上的案件都为小标

的（标的额小于 50 万元）案件，而且占比由 2011 年的

98.62% 降至 95.8%，标的额大于 50 万元的案件所占

比例则由 1.19% 升至 4.2%。由大标的案增多与小标

图3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发生时间（季节）分布

Fig.3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land dispu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20

图4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诉讼时段和平均审理期限

Fig.4  The duration of litigation and average trial period for land dispu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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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减少的现象可以推测，考虑到诉讼费用和时间，

对于小标的案件，农民愈来愈倾向使用非诉讼手段

解决。

3.6	 协调结案比例大增

土地纠纷是部分群体性事件暴发的导火索，诉讼

阶段土地纠纷处理结果统计对政府建立土地纠纷多

元防范化解机制具有参考意义。根据 2011 — 2020 年

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案件审判结果（图 6），全部 / 部分

支持所占比例由 63.23% 降至 25.53%；驳回上诉 & 不

予受理的比例 2015 年之前上升而后下降，但整体变

幅小于 1%；撤诉和调解结案多来自当事人和解或第

三方协助调解，结案比例分别由 14.74% 和 8.06% 大

幅上升至 28.69% 和 32.21%。可以推测，一是社会矛

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发挥效用，法治力

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效果明显；二是我国土地管

理法律法规渐趋完善，土地管理领域的社会秩序逐渐

发挥成效。

总的来说，得益于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长

江经济带土地纠纷正朝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纠纷数量

与涉案金额仍然很高，若不予以重视，土地纠纷问题

升级酿成的社会影响将十分恶劣。

4	 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的影响因素

4.1	 诱发机理

土地纠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进程，纠纷产生的原

因是复杂多样的，各类纠纷的构成机理不同，其产生

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因此简单地归纳和抽象不可能

含括所有纠纷产生原因，难免存在挂一漏万的不足。

根据前文土地纠纷的演变特征研究，并结合现有相关

文献，本文将土地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以

图5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案件诉讼标的额分布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litigation object amount in land dispu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20

图6 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案件审判决结果

Fig.6  Results of trial and judgment of land dispu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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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值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in the model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LDC 99 1 812.374 1 813.442 2 8 043

PerGDP 99 54 761.137 28 754.880 16 413 157 279

IND 99 91.011 4.215 84.400 99.700

URBL 99 175 794.040 188 908.330 8 745 1 359 284

FEL 99 12.378 0.426 11.900 13.200

PCAL 99 1.152 0.527 0.120 2.000

LLS 99 2.000 0.821 1 3

URBP 99 56.854 13.271 34.960 89.60

PRS 99 0.245 0.347 0 1

GLI 99 85.798 43.029 8 178

下三个方面：

（1）土地价值凸显后的利益争夺是土地纠纷案件

增多的根本原因。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

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特别

是近年来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关注，经济高速发展，

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迅速提升。已有多项研究表明无

论从哪个角度阐释土地纠纷的成因都是表面原因，城

镇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土地现有资

源无法满足发展需求是土地纠纷产生的根源 [16,21-22]。

（2）产权和法律中存在的结构性缺陷是土地纠纷

案件增多的关键原因。一是产权混乱。当前农村集

体土地所有制下，农民所享有的土地产权是残缺、不

完整的，这为一些人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留下了制度空

间 [29-30]。另外，在土地确权工作中，历史遗留下来的

边界不明、权利人不清等问题成为了土地纠纷发生的

生存土壤。二是法律模糊。由于新旧土地法律法规

衔接有效性，以及有学者指出农地承包、流转等具体

法规条文相互矛盾 [31]，使得土地法律法规与土地实践

变化在时空上不能有效契合，导致土地纠纷多发。

（3）农民用法意识增强是土地纠纷案件增多的直

接原因。长期以来，农民文化水平偏低，法律知识缺

乏、权责意识淡漠使得随意涂改承包合同和产权证书

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产生大量纠纷 [32]。而中国农村

中，人情、道德、习惯、风俗等对农民行为的引导作用

大，迁就、忍耐和村中有威信人的调解、劝说成为了土

地纠纷化解的主要途径。随着国家对土地纠纷群体

性事件的重视增加，解纷投入力度也随之加强，特别

是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成立和基层法治宣传

等举措，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开始更多地利用诉讼

手段解决土地纠纷 [33]。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主要从城市化进程、产权制

度建设、解纷投入力度三个主要方面提出其对长江经

济带土地纠纷影响的研究假说：

假说 1：城市化进程加快与土地纠纷案件增多存

在正向关系，即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带来的巨大收

益争夺必然引发大量的土地纠纷。

假说 2：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土地纠纷案件

增多存在正向关系，即土地确权工作中暴露出的历史

遗留问题会带来土地纠纷。

假说 3：解纷投入力度与土地纠纷案件增多存在

负向关系，即国家对农村土地纠纷的协调投入的增加

能有效缓解进入诉讼阶段的土地纠纷。

4.2	 模型构建

根据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模型选取了城市化水

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情况、解纷投入力度 3 个

解释变量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当年征地情况、

农村居民文化程度、资源禀赋、政府法制宣传投入力

度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可能会因存在异方差和部

分变量不符合正态分布假定，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

本文对部分变量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模型的具体

表达式如下：

lnILDCij = C + α1URBPij + α2PRSij + α3lnGLIij + 

                  α4lnPerGDPij + α5lnPerGDP2
ij + 

                  α6INDij + α7lnURBLij + α8FELij + 

                  α9lnPCALij + α10LLSij + γt + μi + εij	

（1）  

式（1）中：ILDC 代表土地纠纷案件数量变量（件）；

URBP 为城镇人口比重（%），反映城市化水平；PRS
为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占总村数的比重（%），反映

产权制度建设情况；GLI 为农村土地仲裁委员会数

量（个），反映解纷投入力度；控制变量 PerGDP 为人

均 GDP（元），反映经济增长状况；IND 为二三产业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反映产业结构变化；URBL 为集

体土地征收面积（亩），反映城市化水平和当年征地情

况；FEL为农村家庭户主高中及以上学历比重（%），反

映农村居民文化程度；PCAL 为人均耕地面积（亩），

反映资源禀赋；LLS 为政府法制宣传投入力度，设

置层次递进的虚拟变量值反映。具体地，将 2010 — 

2013年赋值为1，2014—2016年赋值为2，2017—2019年

赋值为 3。C 为常数项；γt 和 μi 分别代表时间效应和个

体效应；εij 为随机误差项，下标 i、t分别表示省/市和年

份。考虑已有的相关研究指出，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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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提升，其对土地冲突的影响可能会发生变化 [34]，

因此，本文在上述模型中加入了变量 PerGDPij 的二次

项，以检验经济增长对土地纠纷数量的非线性影响。

表1为上述模型中各变量的样本数据描述统计值。

4.3	 结果分析

利用 2011 — 2019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面

板数据，选择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对研究假说做

实证检验（表 2）。估计了仅包含 3 个解释变量的回归

模型（模型 1），然后逐步增加控制变量再分别估计了

6 个模型（模型 2 — 模型 7），同时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

以减少样本间异方差带来的影响。另外，本文采用替

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鉴于有部分学者用城镇土地

面积占比衡量城市化水平 [35]，因此用该指标对原有城

市化水平指标进行替换，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具体结

果见模型 8。可以看出回归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变化不

大，由此可以判断模型的设定与估计具有稳健性。下

面主要依据模型 7 的结果进行具体解释。

根据各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化水

平（URBP）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情况（PRS）对土

地纠纷的影响均十分显著，而解纷投入力度（GLI）的

估计系数在模型 5 以外的模型中也都十分显著，这与

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基本一致。具体地，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进城，集体土地被

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这一过程引发了大批失地农民

的抗争，从而带来土地纠纷案件增加，这与假说 1 相

符。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其中针

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确权颁证、公开收益分配等工

作会使历史原因遗留的土地问题凸显从而带来土地

纠纷案件增加，这与假说 2 相符。中国是人口大国，

仅靠诉讼手段解决土地纠纷显然会让司法系统不堪重

表2 模型估计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Tab.2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and robustness test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C -18 794.450***

（2 990.149）

345 249.200*

（218 695.000）

411 332.300*

（257 372.800）

412 589.100*

（261 913.500）

436 439.501

（265 218.400）

414 837.600

（256 680.200）

460 476.800*

（187 214.100）

256 403.600

（276 022.800）

lnPerGDP
—

21 854.980*

（13 655.070）

24 883.420*

（15 563.910）

24 933.800**

（15 753.040）

27 565.660*

（16 237.480）

24 682.030*

（15 461.320）

21 408.950*

（11 408.950）

19 979.800*

（16 424.700）

lnPerGDP2

 
—

-128 560.100*

（78 393.560）

-145 664.200*

（88 393.510）

-146 006.800**

（89 673.670）

-155 844.400*

（91 037.650）

-144 591.200*

（87 492.170）

165 198.490*

（79 234.600）

82 386.700*

（93 067.060）

IND
— —

202.705**

（172.053）

206.337*

（182.112）

189.609*

（176.035）

225.066**

（181.860）

303.668**

（209.055）

257.180**

（234.194）

URBL
— — —

0.086*

（0.668）

0.233**

（0.573）

0.223**

（0.574）

0.477*

（0.676）

0.385**

（0.398）

FEL
— — — —

509.960

（236.931）

437.031

（208.949）

607.181

（255.047）

573.601

（227.236）

lnPCAL
— — — — —

-1 896.736

（1 421.008）

-1 660.581

（844.257）

-1 855.326

（964.656）

LLS
— — — — — —

932.462**

（314.871）

880.956**

（305.046）

URBP 372.869***

（104.112）

499.224***

（127.363）

565.794***

（167.625）

567.854***

（171.323）

565.908*** 

（168.677）

603.208*

（176.931）

477.394***

（134.127）

470.744***

（149.548）

PRS 782.013*

（523.325）

768.986*

（542.780）

979.082**

（500.029）

987.172***

（499.633）

1 124.865**

（467.133）

1 132.169***

（469.360）

1 297.700**

（484.254）

212.997**

（519.713）

lnGLI -184.880***

（1 284.328）

-227.645*

（1 484.937）

-163.847*

（1 679.747）

-176.924*

（1 747.739）

-241.175

（1 681.383）

-115.829*

（1 658.845）

-210.853*

（1 634.390）

-385.532*

（1 736.536）

R2 0.276 0.330 0.331 0.339 0.463 0.511 0.652 0.647

Adj.R2 0.238 0.294 0.290 0.288 0.415 0.462 0.613 0.607

F 23.720 19.160 9.660 12.670 9.690 13.730 16.490 16.130

注：*、**、*** 分别表示该回归系数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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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随着国家对土地纠纷的重视程度加深，国家从宣传

教育、行政举措等方面加大了对土地纠纷解决的投入

力度，特别是成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当纠纷

产生时，若协调不成可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

决，有效控制了土地纠纷案件数量，这与假说3相符。

从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PerGDP、

PerGDP2、IND、URBL、LLS 对土地纠纷的影响均十分

显著，且与已有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PerGDP 的一

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这说明随着经济增长土地纠纷案件数量会出现先增

加后减少的倒 U 型变化规律，这验证了前面研究发现

的土地纠纷案件数量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产业

结构变化（IND）对土地纠纷案件数量的影响显著为

正，可见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有效释放了城市土地

外溢需求，引发了土地纠纷数量增加；当年征地情况

（URBL）对土地纠纷案件数量的影响显著为正，农村

土地的大量征收征用会直接诱发附着在土地上的利

益矛盾，从而引发土地纠纷案件增加；政府法制宣传

投入力度（LLS）对土地纠纷案件数量的影响显著为

正，这说明随着国家普法宣传教育投入的增加，农民

的法制意识得到提升，越来越多地愿意采用法律手段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资源禀赋（PCAL）对土地纠纷

案件数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其估计系数为负，说明

人均耕地资源越贫乏，土地供给关系会相对紧张，导

致土地纠纷案件增多；而农村居民文化程度（FEL）的

估计系数也不显著，这可能受限于缺乏能全面系统反

映各地居民文化水平的具体数据。

5	 结论与启示

探究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演变特征和影响机理

能较为深刻地揭示纠纷背后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权力

关系，为靶向化解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防范土地冲

突群体性事件做准备。通过对 2011 — 2020 年长江经

济带土地纠纷审判文书的量化分析提炼演变特征，而

后在探讨城市化水平、产权改革情况、解纷投入力度等

对土地纠纷演变影响的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构建计

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2011 — 2020 年，

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呈现出纠纷数量先增后减、纠纷

分布西多东少、纠纷时间相对集中、纠纷时段缩短明

显、小额案件占比缩小、协调结案比例大增的演变特

征。（2）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带来的巨大收益争夺

是土地纠纷案件增多的重要驱动因素；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会触及利益纠纷，对土地纠纷数量增加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解纷投入力度对土地纠纷案件数量控

制效应显著；经济增长对土地纠纷案件数量的增加影

响显著，随着经济增长土地纠纷案件数量会出现先增

加后减少的倒 U 型变化规律；二三产业增加、当年征

收集体土地面积、政府法制宣传投入力度均对土地纠

纷案件增加具有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文化程度和资

源禀赋由于数据和研究时段局限对土地纠纷影响并

不显著。

据此，本文得出以下 5 点启示：（1）得益于司法体

制改革取得的成就，长江经济带土地纠纷正朝好的方

向发展，但是纠纷数量与纠纷标的仍然较大。应继续

深化改革，一方面，构建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形成有

法可依、有规可循的土地纠纷案件审理机制。另一方

面，应扩大受案范围、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以增强司法权威。（2）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增加是

土地纠纷背后的本质原因，虽然长江经济带整体土地

纠纷与经济增长的库兹涅滋曲线拐点已经出现，但是

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仍有部分地区仍位

于曲线左端，未来应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合

理配置好土地资源、盘活现有土地，优化土地利用结

构，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3）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过程中的土地确权工作等触发了历史原因遗留的

土地权属纠纷，但长远看来明晰的产权关系能减少可

以保证土地使用高效、流转顺畅防范土地纠纷发生。

因此，应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切实保障

农民合法权益，让农民共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土

地增值收益，从结构上预防和减少土地纠纷的发生。 

（4）解纷投入力度对土地纠纷数量控制影响显著。应

加大土地纠纷协调投入成本，中国是人口大国，面对

纷繁复杂的土地纠纷，仅靠诉讼裁决会让司法系统不

堪重负，因此应建立起包括协商和解、调解、信访、行

政裁决、仲裁和诉讼等的土地纠纷多元预防调处综合

机制，并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运作。（5）政府法制宣

传投入增加鼓励了农民越来越多地利用法律手段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长期看来农民法律的意识加深能

预防新的土地纠纷发生。应继续加强村干部和农民

的普法教育宣传、强化基层政府的指导和服务职能，

采取有效的预防性措施，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由于技术水平有限，目前尚无法根据审判文书提

取纠纷主体类型做更精细的演变研究。另外土地纠

纷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而各地风俗习惯、政策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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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差异也极易诱发土地纠纷，未来如何因地制宜地选

择影响因素指标是本文进一步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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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 
Dispu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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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paper are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 

dispu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ormulating multiple policies to prevent 

and resolve land dispute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to apply classical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fixed-effects models 

based on the Python technology that obtains land disputes court cases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1 to 2020.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rom 2011 to 2020,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land dispu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as follows. The number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the 

distribution of disputes is more in the west and less in the east; the dispute time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the period 

of disputes is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the proportion of small lawsuit amount cases de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cases 

ended through coordination increased. 2) The huge interest competi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increasing land valu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for the increase of land disputes.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will trigger interest dispute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number of 

land disputes, and the investment in dispute resolu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ntrolling the number of land disputes. 

With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number of land dispute cases will show an inverted U-shaped changing pattern that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The increase in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the area of land expropriated in the current 

year, and the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legal system publicity a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rease in land dispute 

cases. It is concluded that land disput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developing in a good direction, but the 

number and amount are still relatively large. The reasons behind land disputes are very complicated,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interests is the fundamental.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crease investment in dispute resolution and legalization, 

and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mechanism for the prevention and mediation of land disp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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